


客问：先生能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接见我并回答我的提

问，非常感谢。我要了解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先生的诞日

向来有两种不同说法，司马迁在《史记 孔子世家》和《史记

十二诸侯年表》中记载您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 年），前

而《春秋公羊传》和《春秋穀梁传》的记载是鲁襄公二十一年

（前 年）。司马迁的记载没有月日，而《公羊传》和《穀梁

传》记载的月日又不相同。请问先生，您的诞日到底是什么

时间？

答问：一个人的生日只能有一个，在这个问题上记载

有分歧，肯定有些记载是错误的。司马迁《史记》记载的年

份是正确的，我确实是出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世本》一

书也是这样记载的。《公羊传》和《穀梁传》之所以早记一

年，大概与秦汉时用“寅正历法”，以十月为岁首，把“十月庚

子”理解为上一年的后十月有关。可是司马迁未记我的出

生月日，《公羊传》记为“十有一月，庚子”，但是鲁襄公二十

一年“十月，庚辰朔”，这一年没有闰月，那么十一月中就不

能再有“庚子”，所以《穀梁传》所记冬十月庚子，是正确的。

这样，我的出生时间就是鲁襄公二十二年鲁国历法十月二

十七日，也就是这一年的夏历八月二十七日。你们现代人

根据紫金山天文台的推算，把这个时间换算为公历，就成了

月年 日。所以，现在人们就把这公元前 一天作为

我的出生纪念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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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问：先生曾自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为政》）。因

为语句太简括，又缺乏另外的佐证材料，所以后人对您这句

话的理解就 岁为入不免产生分歧，有人认为这句话是说

大学之年（刘宝楠 ，也有人认为“孔子十有五《论语正

而始志于学，不过晚乎？“”此独言志学，不言志道者，孔子之

谦辞，实则志学即志道也。（”杨树达《论语疏证》）更有人认

岁那年开始“立志要做官（为这句话是说您从 ”蔡尚思

（孔子思想体系》）。请问先生，您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是否说的是您真实的生活经历？

答问：这句话说的当然是我的真实生活经历。把“十

有五而志于学”理解为 岁为人大学之年，那是封建经学

家的话，试想我这个出身社会下层的人怎么会有入贵族子

弟大学的特权？蔡先生的理解是根据《说文解字》“：仕，学

也。”但这个根据很不可靠，在我这里“，仕”和“学”一直是两

个不同的概念，我的学生子夏就很明白这一点，他说的“仕

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正是我的意思，真不知道许慎以

“学”训“仕”的根据是什么。至于杨先生的解释也有点深文

周纳。钱穆先生虽然也说：“孔子十五而志于学，即志于道

矣。”但他又说“：志者，心有所欲往，一心常在此所欲之目标

上而向之趋赴之谓。（”《论语新解》）这话倒是说出了我当时

的心情。事实上，我所说的“志于学”仅指立志自学这一事

实，因为除了自学，我当时确实没有其他办法，而自学的内

容就是礼、乐、射、御、术、数所谓“六艺”。至于“志于学”是

否就等于“志于道”，我当时实在没有细想过，由“学”而得

“道”，那倒是在情理之中的

义》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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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问：司马迁《史记 孔子世家》记载先生在鲁昭公七

年（前 年）欲参加鲁国执政季武子举行的招待士的宴

会，结果被季氏家臣阳虎阻拦。唐代司马贞否认此事的存

在（《史记索隐》），清代崔述也怀疑此说，认为当时令堂刚过

世，按周礼，居丧三年不饮酒食，轻丧不与人乐，您不会如此

考信录》）。而现代学者又多持肯定态度，比非礼（《洙泗 如

像蔡尚思（《孔子思想体系》）、匡亚明（《孔子评传》）等。请

问先生，这件事到底是不是真实的？

答问：这件事确实是真实的。当时主要因为自己年纪

太轻，对社会人事的了解还不够透彻，社会影响也还太小，

仅仅认为家父生前身为武士，我自己又好学上进，于是就大

着胆子直闯季府了，结果受了挫折。后人之所以对司马迁

的记载产生怀疑，主要是因为断句问题。如果把这一问题

纠正过来，把“孔子要绖”句属上文读，而将“孔子年十七”接

“孔子由是退”之后，对事情的理解就不一样了，这样理解也

才符合事实。因为我于季府受绌是发生在 岁那年，而家

母去世则是几年前的事了。这一点近代学者蒋伯潜先生有

很好的意见（《诸子通考》），只是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而已。

不过，受绌于阳虎也不是什么坏事，从此以后，我在自学的

道路上更加勤奋了。

客问：先生受绌于阳虎后生活中有一件事始终是人们

所关心的，那就是先生是否曾于鲁昭公二十四年（前

年）左右赴东周京师洛邑问礼于老子。司马迁对此记载颇

孔子世 老庄申韩列传》）；崔述完全否详（《史记 家》、《史记

定这一说法，认为司马迁的记载“皆杨朱之说”，是“托诸老

聃以诎孔子（”《洙泗考信录》）；张恒寿认为即使先生曾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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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那个老子也一定不是著《道德经》的老子（《孔子》）。

那么请问先生，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答问：这件事说来话长。简单地说，我于鲁昭公二十

年）四年（前 确实去过东周京师洛邑，主要目的是为查

阅周室所藏图书档案资料，同时进行学习考察，并没有问礼

于老子。司马迁作史，向以“爱奇”著称，他的记载很可能杂

有民间传说的成分。再有，汉代初期黄老之学盛行，司马迁

受黄老之学影响，或者黄老派学者篡改司马迁著作，也未可

知。总之，说我问礼老聃的事是不存在的。我讲这样一个

事实你就明白了，众所周知，《庄子》一书常常站在道家立场

上任意描写和改造我的形象，在《庄子》笔下我简直成为道

家思想的义务宣传员了。但是，在我是否适周问礼老聃的

问题上，他们却没有任何具体的记载（《庄子 天道》）。如

果我真的曾问礼于老聃，那还不知会被他们描写成什么样

子呢。蒋伯潜先生就看到了这一点，他说：“庄子，道家也；

苟孔子果曾见老子而问礼焉，《庄子》断无不载之理。（”《诸

子通考》）所以钱穆先生也作出“孔子见老聃问礼，不徒其年

难定，抑且其地无据，其人无征，其事不信”的结论（《先秦诸

子系年》）。这个结论比较接近事实。

客问：先生青年时代就以好学而著称，甚至在乡党中

赢得“博学”的赞誉（《子罕》），您能否具体地给我介绍一些

您当年刻苦自学的事，也好让后人有所效法？

答问：我一生中做过不少事情，也有过不少理想，仔细

回想起来，我对自己最满意的就是学而不厌的好学精神。

说起青年时代的自学故事，我可以给你举这样几个例子：一

是我少年时代（崔述《洙泗考信录》卷二）向乐官师襄学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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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连十来天我只弹一首曲子，师襄认为可以改学新曲子了。

我认为曲调虽已学会，但弹奏的技巧还没学好。过了一段

时间，师襄说我的技巧已经学好，可以改学新曲了。我认为

技巧虽已学好，但还没能领会曲中的志趣神韵。又过了一

段时间，师襄说我已经领会曲中的志趣神韵，可以改学新曲

了。我认为曲中志趣神韵虽已领会，但还没能体会出曲作

者是谁，以及他的为人风貌。等又过了一段时间，我自己从

朦胧中恍然明白，曲作者的形象似乎就在我眼前，他就是周

文王。等我把这个感受说出来时，师襄连连作揖说：此曲的

名字正是《文王操》（《史记 孔子世家》）。二是鲁昭公十七

年 年）我（前 岁时，东方小国郯国的郯子来鲁国朝见

鲁公，宴会上，鲁国大夫叔孙昭子问起郯子关于少昊时何以

以鸟名官的情况，郯子引征自黄帝、炎帝以来的远古传说，

对官职命名的历史演变，作了详尽的解释。我听到这个消

息后，马上前去拜见郯子，向他讨教少昊时代职官制度的历

昭公十七年》）史情况（《左传 。结果，我收获很大。三是我

刚刚进入仕途的时候（朱熹《论语集注》、钱穆《论语新解》），

我乘入太庙助祭的机会，见到不明白的地方，就虚心向别人

请教，以致有人竟认为我不知礼。我却不这么看，我认为遇

事向别人请教才符合礼（《八佾》、《乡党》）。从这三件事，你

就能了解和体会我青年时代是怎样勤学好问、刻苦自学的

了。

客问：先生自学成才，后来使先生成为中国古代第一

位创办私学、设教授徒的著名教育家，但是先生究竟何时开

始收授弟子 岁（《史记，历来说法不一，唐代司马贞说是

索引》），清代江 岁（江永《孔子年谱》、胡仔永、胡仔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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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编年》）， 岁左右的时候。而近世学者多认为是在您

请问先生，您开始收授弟子到底是在什么时候？

答问：在我何时开始收授弟子的时间问题上，确实存

在各种各样的说法。时间久了，产生各种各样说法是难免

的。但在有关我的生平事迹的记载中，有一件事是很能说

明这个问题的，即我在鲁昭公 年）曾阻止琴二十年（前

张往吊宗鲁（《 昭公二十年》）。宗鲁被杀的经过，史书左传

上有明确记载，不用我多说。与我们讨论的问题有关的是，

此时琴张已经是我门下的学生了。由此你们就不难明白，

在此之前我已经开始收授弟子了。我所说的“三十而立”

（《为政》），主要指的就是我 岁上在创办私学、收授弟子

方面取得了初步成功，能够靠办教育而立足于世了。关于

这一点，近世学者如钱穆先生（《孔子传》）、匡亚明先生（《孔

子评传》）、蔡尚思先生（《孔子思想体系》）、张秉楠先生（《孔

子传》）等，都注意到了。因此，把我开始收授弟子的时间确

定在 岁左右，从研究的角度看是正确的。而事实上更确

切的时间应该是 岁之前。

客问：司马迁说先生而立之后曾“为高昭子家臣，欲以

通乎景公 《史记 孔子世家》）。清代梁玉绳认为，先生是

圣人，决不会做那种事，司马迁的说法是对您的诬蔑（《史记

志疑》）。近人蒋伯潜引《史记考证》中余有丁的看法，也认

为先生决不可能做高昭子的家臣（《诸子通考》）。请问先生

是否真有此事？您是什么时间从鲁国前往齐国的？

答问：我于鲁昭公二十五年（前 年）离开鲁国前往

齐国。因为众所周知，这一年鲁国发生了重大的政治变故，

由季平子与郈昭伯两家斗鸡，而引起“三桓”一致对付鲁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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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结果导致鲁昭公被迫逃往齐国。这段史实史称“斗鸡之

变”。鲁国国君出逃，鲁国政局一片混乱。在这种情况下，

我在鲁国的心情很不好，就来到齐国。对于您提出我是否

做过齐国贵族高昭子家臣的疑问，我现在可以直言不讳地

告诉你，我确实做了。因为考虑到要通过高昭子以接近齐

景公，借助齐景公在齐国干一番事业，所以就先做了高昭子

的家臣。封建经学家常常以自己的理解把我理想化，所以

理所当然地不承认我做家臣的事实，更何况高昭子的名声

似乎也不怎么好（崔述《洙泗考信录》卷一）。但是，在我身

处的那个时代，士人做诸侯、大夫的邑宰和家臣的事是很正

常、也很普遍的，不存在耻不耻的问题。这一点钱穆先生就

看得很透彻，他认为：“孔子弟子为家臣者多矣，孔子不之

禁，则孔子不耻为家臣也。（”《先秦诸子系年》）这话深得我

心，也符合历史实际。

客问：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先生在齐期间齐景公曾两

，
次问政于您（《史记 孔子世家》，其中前一次又见《颜渊

由于您的回答深得齐景公的赞赏，结果“景公说，将欲以尼

谿田封孔子”。但遭到晏婴反对，从此齐景公便打消了原来

的念头，对您冷淡起来，您只好仓促离开齐国回鲁。清代崔

述对此颇为怀疑，特别是对齐景公器重您的程度和晏婴反

对景公意见的事实本身均不相信（《洙泗考信录》）。请问先

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答问：齐景公两次问政于我，这是完全真实的。齐景

公对我的器重程度，所谓“以季孟之间待之”，也是真实的，

这在我的书中有明文记载（《微子》），崔述的怀疑是没有道

理的。问题出就出在司马迁《史记》中记载的那段晏婴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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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议论上。从我当时体会看，齐景公相当器重我，要封赏

我的企图是存在的，他究竟是否想把尼谿的田地封给我，因

为他没有明说，我不能完全肯定，但从他的态度看，我对齐

国政治的建议确实打动了齐景公。至于晏婴对我本人和儒

家学派的批评，我虽然不可能在他批评的时候恰好在场，但

根据我在齐国两年时间的体会，话中的意见应该是晏婴提

的。当然，经过司马迁的加工润饰，晏婴的话似乎更多了点

战国辩士色彩。事实上，晏婴是站在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立

场上来看待治国为政问题的，而我则是一个学者、一个士

人，两者对待政治的立场不同，态度和方法当然不可能一

致。只是当时我还没有完全明白这一点，所以一见齐景公

不听从我的治国主张，再加景公手下的大夫对我也很不友

好，道不同不相与谋，所以我就果断决定动身回鲁国了。

客问：先生在鲁昭公七年（前 年）因为要参加季氏

宴会而遭到季氏家臣阳虎的斥责，三十年后，您又一次与阳

虎相遇，这次阳虎对您的态度似乎与上一次完全不同了

（《阳货》），请问先生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另外，先生为什

么单挑阳虎不在家的时候去拜访他，这里面又有什么奥妙？

答问：我 岁那年受绌于阳虎，对我一生的影响是很

大的。要不是阳虎的那次刺激，我的发奋精神、好学精神可

能还不至于有后来所表现的那么强。三十年以后，也就是

鲁定公五年（前 年），我又与阳虎打了一次交道。不过

这次的情况与上一次大不相同，如果说上一次是我有求于

他，那么这一次就是他有求于我了。因为三十年过去，我本

人的学识、修养已非当年可比，特别是我努力兴办教育，在

社会上已经产生了广泛影响。包括我到齐国去，虽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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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实现预期的理想，但却也增加了我的世俗知名度和社

会影响力。而长期在季府担任家臣的阳虎，此时已不是一

个普通的家臣了，当时鲁国的政治局面是，鲁国公室的权力

被世卿季氏操纵，而世卿季氏的权力又被阳虎所掌握，这样

鲁国的权力事实上是被阳虎所把持着。阳虎要在鲁国做

大，我又有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所以阳虎就想拉拢我，企

图借我的声望来巩固和提高他在鲁国的地位，这是他对我

态度发生变化，几次求见我未果，就派人给我送来一只蒸猪

的原因。对于王室衰微、权力下移的社会形势，我原本就不

满，而阳虎为所欲为的作风更让我感到反感。但是按照当

时通行的礼节，凡是大夫赠送礼物给士，如果因为士不在家

而未能亲自接受，收到礼物的士就必须亲自到大夫家登门

拜谢（《孟子 滕文公下》）。我了解到阳虎急欲见我的意图，

为了既不失礼，又不和他见面交谈，所以才专门挑选阳虎不

在家的时候前去回访。可是很不凑巧，在我去他家的路上，

正好和他碰了个正着。

客问：根据历史 年）晋国记载，晋顷公十三年（前

大夫赵鞅和荀寅“赋晋国一鼓铁 ，著范宣子所为，以铸刑鼎　

刑书焉”。此事遭到您的批评，您认为“：晋其亡乎！失其度

矣。（”《左传 昭公二十九年 对此，后代学者讨论的不多。

郭沫若先生明确表示，这是“撰述这些故事者的润色（”《十

批判书 ，否认有此事存在。请问先生《左传》的记载是否

真 持批评态度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实？您对晋铸刑鼎

答问 昭公二十九年》的记载是真实的，我听到：《左传

晋铸刑鼎的消息后，确实发表过反对意见。我当时认为，晋

国原有的两部法典是好的，一是“唐叔之法”，二是文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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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叔之法”的基础上经修改而制定的“被庐之法”。这两个

法虽有所区别，但两者都是晋国传统的治官之法，它们集中

体现的一个基本原则、基本精神是“贵贱不愆”，这正是礼的

前核心。而范宣子的刑书是范宣子于公元前 年

任晋国执政时所颁布的，此法的内容是根据赵盾所制定的

“夷蒐之法”修订而成的。这个法律中，除了包括“本秩礼，

继常职”等用于贵族的秩礼以外，还包括“正法罪，辟刑狱，

董逋逃”等多用于庶人平民的刑法（《左传 文公六年》）。我

一向认为治理国家应该“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而反对“道

之以政，齐之以刑（”《为政》）。因为用道德和礼教的方式治

国，人民才有廉耻心，也才会真正归服。而仅用政法和刑罚

的方式治国，那么人民也就越发不知廉耻，国家也就不可能

得到真正的治理。晋铸刑鼎，把刑法公开化，老百姓可以看

到刑法的具体条文，贵人就无法得到尊重，尊卑的次序界限

也就打乱了。尊卑秩序一乱，国家的治理就失去依靠。因

此，我判断晋国会因此而真正失去秩序，导致亡国的可能性

也不是不存在的。后来晋国果然由六卿专权而终于一分为

三，被我不幸而言中。当然，你们用今天的眼光看，并不一

定同意我的看法。但是，不管后人怎么评价，以礼治国的立

场，我一直是坚持不会放弃的。不过，我当时对晋国形势的

发展仅仅是推测，而且是站在文化立场上的政治推测，并无

一定的把握。郭沫若先生以结果推原因，从而判断《左传》

的记载为后人润色，这是缺乏根据的。一般说来，《左传》中

有关我的事迹记载还是比较可信的。

客问：先生在自己的书中曾记载有公山弗扰盘踞费邑

背叛季氏请您参加一事（《阳货》），后来司马迁据此作了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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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世家》）。但是，清代以来学具体详细的叙述（《史记 者

大多认为这段记载为后人伪托，如赵翼（《陔余丛考》）、崔述

（《洙泗考信录》），直到近人蒋伯潜先生还因认为这段记载

孔子世家》从“公山不狃（即公山不真实而建议将《史记 弗

扰）以费畔季氏”到“然亦卒不行”一段删掉。请问先生，公

山弗扰向您发出邀请，您也意欲前往，是否实有其事？您怎

样看待后人对此事的怀疑？

答问：公山弗扰召我的事是有的。那是鲁定公八年

（前 年），作为季氏的家臣，公山弗扰因为不满于季氏而

准备在费邑发动叛乱。公山弗扰向我发出邀请后，我确实

有些动心了。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像司马迁所

说的“：孔子循道弥久，温温 孔无所试，莫能己用。（”《史记

子世家》）自己想趁此干出点看得见的事业，这是我当时的

心情；二是公山弗扰当时打的是“张公室”以抗季氏的口号

（金景芳等《孔子新传》），这个口号也正和我的思想相合拍。

因此，我的确准备接受他的邀请，我甚至还企图借此而把文

武周公的事业在东方复兴起来。但是，我的这个想法遭到

了我的学生子路的反对。他直言不讳的反对态度，虽然没

有立即让我放弃原来的打算，起码也使我对原来的想法发

生动摇。后来形势很快发生逆转，我发现公山弗扰原来就

是另一个阳虎，也就彻底打消了前往费邑的念头。

后人对此事持怀疑态度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对

“以费畔”时间的理解，比如赵翼就认为，如果是“以费畔”之

前公山弗扰对我发出邀请，我有意前往的话，那还是可以理

解的，而在“以费畔”之后对于我就是不可能的了（《陔余丛

考》）。二是以我为圣人，认为圣人是不会做出这样的事的。

关于时间问题，公山弗扰向我发出邀请是在鲁定公八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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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而公山弗扰据费邑真正发动叛乱则是鲁定公十二

年）的事（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至于以年（前 我为圣

人，凡不符合概念化圣人的语言和行为，就一概认为是对我

的诬蔑，那就未免太迁腐了（匡亚明《孔子评传》）。另外，南

怀瑾先生说我欲应公山弗扰之召而终于未去“并不是子路

把他挡住，他本来是逗逗学生说想去，事实上，他绝不会去

的（”《论语别裁》）。解释新则新矣，但既不符合事实，又不

免流于油滑。试想想，这么重要的大事，哪能随便“逗逗”

哟！

客问：司马迁记载 年）季桓子打，鲁定公五年（前

井时挖出一只陶羊，故意告诉您挖出的是一只陶狗，然后引

出您对历史传说的一番议论。对于这件事，历史上人们或

神乎其说，认为季桓子挖出的是一头活羊（《国语 鲁语

下》），或认为其言不雅驯，事情纯属无稽（蒋伯潜《诸子通

考》）。请问先生，这件事情的真实性如何？您怎样看待后

人关于此事有与无的不同意见？

答问：要回答你提出的这个问题，我要首先表明一个

态度。我认为一切关于季桓子穿井挖出一头活羊的说法，

都是穿凿附会、无中生有。季桓子既没有挖出活羊，即使有

人相信这种道听途说的神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也不会和

我发生任何关系。因为一生不语怪、力、乱、神，是我坚持奉

行的一个原则（《述而》）。所以凡对我了解较深的人，都不

会把这种神怪故事和我相联系。至于说这件事本身有与

无，以及后人对此事有与无的不同看法，我的意见是，这件

事本身是否发生过并不十分重要，因为它不提供导致对我

评价产生重大分歧的证据。按照韦昭的解释：“获羊而言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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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集解》）司马迁记载此事，以孔子博物而者， 测之。 正

是通过季桓子对我的测试而显示我的博闻广识。这从情感

态度上讲，是为了多侧面展示我的才能，以便使我在人们心

目中的形象更加高大、更与众不同。而蒋伯潜先生认为此

事荒诞不稽，提出要予以删除，其潜在的想法也无非是为了

维护我形象的神圣性。没想到，差不多出于完全相同的目

的，两者的态度却截然不同。但是，这个现象倒呈现出一个

对历史如何看待和理解的重要问题，即历史事象本身和文

字记载的历史，是不完全等同的。司马迁所说的是文字记

载的历史，而历史的事象本身从理论上讲原本是不可知的。

不过话得说回来，我是事情的当事人，我还得告诉你，关于

这件事，司马迁的记载是真实的。如果我绕了那么个大弯

子却不回答这个具体问题，你会不高兴的。不过，我前面的

话可不是随便乱说的呀！

客问：关于先生在鲁国的为仕经历，是了解和研究先

生的重要事件，司马迁记载先生于鲁定公九年（前 年）

始做中都宰，一年以后因为政绩突出而升为小司空，不久又

升为大司寇（《史记 孔子世家》）。狄子奇认为您于鲁定公

九年做中都宰，鲁定公十一年（前 年）为小司空，鲁定公

十二年（前 年）为大司寇（《孔子编年》）。崔述则只承认

您做过司寇，而不承认您做过中都宰和司空（《洙泗考信录》

卷二）。请问先生究竟是哪一年开始担任官职的？在鲁国

的为仕经历如何？

答问：我于鲁定公九年担任鲁国的中都宰，这是我平

生第一次担任官职。在中都宰任上，我对丧礼做了一定改

革（杨景凡、俞荣根《论孔子 ，对养生送死的制度作了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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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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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孔子家语》）。由于政绩突出，所以一年之后，我就

由地方官提升到鲁国中央，做了小司空。我在小司空任上

还没干多久，就又被提升为大司寇了。对于我的这段经历，

司马迁《史记》的记载是准确的。狄子奇关于我由中都宰升

为小司空，和由小司空升为大司寇的时间都不够准确，崔述

否认我做过中都宰和小司空，更是缺乏根据。不过，我在鲁

国为官时间并不长，从鲁定公九年担任中都宰，到鲁定公十

三年辞官适卫，前后只有四年多时间。对此，钱穆先生辨之

甚 噪了。详（《先秦诸子系年》），我就不再聒　

客问：荀卿曾说先生“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

宥坐 自荀卿此言一出 淮南，此荀子 后刘安

子 、司马迁（《史记 孔子世家》）、刘向（《说苑》）、王充（《论

衡 等人都纷纷采录书中，而且在转述过程中又生出种种

异说，如您原由“鲁摄相”变为“鲁司寇”，少正卯由“鲁之闻

人”变为“鲁大夫乱政者”，甚至把您诛杀少正卯的原因归结

为办学中门人“三盈三虚”。请问先生，所谓“诛少正卯”是

否实有其事？其真实情形如何？

答问：关于荀卿说我杀少正卯的事，我也早有耳闻。

一直有澄清事实的想法，但苦于没有合适的机会。今天你

问到这个问题，我就如实说来，以正视听，也借此为我自己

平反一桩冤假错案。首先，少正卯其人我并不认识，在我为

官鲁国期间，鲁国政府中根本没有一个叫少正卯的大夫，我

甚至怀疑荀卿说的这个少正卯本为子虚乌有。其次，我在

鲁国担任的最高官职为大司寇，不是什么“鲁摄相”。再次，

我一贯主张为政以德，反对轻易杀人，此事与我的思想主张

不但不合，而且完全相反。对于荀卿记载的不真实问题，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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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学者如朱熹（《舜典象刑说》）、叶适（《司学记言》卷十七）、

王若虚（《五经辨惑》）、尤侗（《看鉴偶评》）、崔述（《洙泗考信

录》卷二）、梁玉绳（《史记志疑》）、钱穆（《先秦诸子系年》）

等，都从不同角度作过考证，匡亚明先生对上述学者的意见

予以归纳，主要有三，不妨引征过来：

孔子诛少正卯，仅见于《荀 宥坐》、《史记》、《孔子子

家语》等书，不见于《论语》、《春秋》、《左传》等所谓“经传”。

虽不能说凡不见于《论语》、《春秋》、《左传》等书的，都不真

实，但像所传孔子诛少正卯这样的大事，竟不留一点记传痕

迹，是不可能的。

孔子秉政七日，以一大夫（孔子）而杀一大夫（少正

卯），这样的事发生在春秋时代的孔子身上，是不可设想的。

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他坚决反对轻易杀人，所

以季康子提出“杀无道以就有道”的问题时，也遭到孔子反

对，说“子为政，焉用杀”。如果孔子秉政七日就“诛乱政大

夫少正卯”，这和孔子的一贯思想不是全然不相吻合吗？

（《孔子评传》）

由此可见，说我诛少正卯是没有根据的。荀卿自称是我学

说思想的传人，所以起初听到他说我杀少正卯的消息，我确

实感到震惊。但我后来通过考察他的为人和思想，发现他

不仅继承了我的某些思想，也继承了法家的很多东西。从

法家立场上看问题，编造一个孔丘杀少正卯的政治故事，以

说明法治的必要，那是可以理解的。可是这个杜撰的故事，

经过两千多年以后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政治扒手所利

用，以讹传讹地造成政治和文化的双重损失，这在荀卿虽始

料所不及，但却不能不为此而感到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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